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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价值 资源 影响力 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关系分析的新框架可以

深刻诠释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微观互动。信息控制、自由裁量、制度供给和身份认定构成了转型时

期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基本模式: 信息控制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神经网 ; 自由裁量模式是政府

与企业交换的特质; 制度供给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保障; 身份认定模式是政府与企业交换的

助推剂。同时, 市场规则、行政趋势、社会规范以及政府与企业交换内在逻辑的相互作用, 则推

动着政府和企业间包括价值、资源和影响力在内的交换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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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 ( 08& zd010) 的中期研

究成果之一。

∀ 相比于寻租、设租理论, 政府自利性的考量虽然不可避免, 但是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

方, 政府谋取社会福利的需求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寻租和设租活动并不包含政府活动中这

些向善的部分, 因为其概念本身就限定了这种行为是以损害社会福利为目的的 (参见戈登# 塔洛克:

∃寻租 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 李政军译,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27 页)。

而交换的视角却并不局限于官员的自利性, 它可以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 也可以本着自利的目的。

& 参见李路路: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 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在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微观互动行为的研究中, 企业政治行为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

论、博弈理论等均被用以阐释政企互动规律。其实, 交换理论作为一种新尝试, 相形之下, 更

具理论解释力。它不仅能弥补企业政治行为理论中缺乏政府视角的缺憾, 亦可避免委托代理理

论中抹杀政府积极作用的不足, 同时还包含寻租理论中所予规避的  福利! 行为, ∀ 更有利于概

括政府和企业博弈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国内, 李路路从市场经济部门和再分配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角度出发认为,

由于这两个部门存在不同的资源分配原则、拥有不同优势和稀缺性程度的资源, 因而必定要发

展出以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交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交换关系。& 虽然该学者指出了造成这两个部

门交换的若干原因, 为运用交换理论探讨政府和企业互动关系拓展了理论空间, 但由于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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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并不是探讨这种交换关系, 因而未深入分析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内在推动力、基本逻辑及

具体表现形态, 从而也不可能借以指出这种交换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国外, 经济学家乔尔#赫尔曼、马克 #施克曼依据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 1999

年对 25个转轨国家3000多个企业的问卷调查资料, 从政府提供制度基础角度考察了转轨国家政

府与企业之间以政府提供公共商品与企业交纳税金的不等价交换为表现形式的交易关系, 详细

说明了交易的基本方式。∀ 赫尔曼等人的研究论证了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关

系, 描述了交换的基本形态, 但该研究一方面缺乏对交换行为动机和基本模式的总结, 另一方

面因属于横向的比较研究, 从而缺乏历时态对比基础上对交换关系演变规律的揭示。

同时, Laum ann和 Knoke、James E. Mat t incly 等基于企业的  雷达网! ( radar screen) 描

述了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交换, 认为尽管信息的提供者并不能获得对等的信息回报,

却因能获得政策支持等其他富有价值的资源而具备持续交换的动力。& 作为企业政治行为的理论

基础之一, 社会交换理论尽管肯定了政府和企业的相互依赖性, 指出了双方通过交换来最大限

度地满足自身需求的愿望和行为, ∋ 也揭示了政企交换多面体中的某些侧面, 但由于其着重于探

讨企业为什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而客观忽视了政府积极参与交换的内在动因, 因而并不能揭

示政企交换的全貌。

可见, 尽管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将社会交换理论运用到解释政府和企业互动中, 对交换的部

分动因、主要表现形式及某些特征等进行了探讨, 但由于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的限制, 并

没有提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 从而难以推动该项研究走向深入。为此,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以价值 资源 影响力 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关系分析的新框架, 并以

此梳理我国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基本模式, 探究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为我国政企关

系的调适提供理论支持。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笔者以此框架对政府和企业互动关系进行的

解释, 其基本立足点是我国 30多年的改革现实, 它既不能夸大推及以概括政企关系的全貌, 也

不能盲目延伸至政企关系的未来, 否则将使该研究过于空洞而失去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是在政

府和企业交换关系分析框架中的  交换! 是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 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现实

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  权钱交换! 行为。准确言之,  权钱交换! 行为只是政企交换关系的一种

形态, 而且是一种必须遏制乃至杜绝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剖析腐败

发生的深层根源并进而通过规范政企交换关系来有效治理腐败。

一、以价值 资源 影响力 交换为核心要素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本研究的交换分析框架中, 价值内在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域, 预设了两者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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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 A . Getz,(Research in Co rpor ate Political Action: Integr ation and Assessment, "Business and S o

ciety . vo l. 36, no. 1, 1997, pp. 32 72.



的集合; 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资源结构与水平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潜在可能; 影响力则是这种

潜在可能向现实转变的中介力量, 因为它通过比对行动者力量来揭示原本毫无现实关联的行动

者交往的未来, 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交换行为则是政府和企业理性互动的结果表现

之一, 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持续性互惠行为。

首先, 政府和企业相互间本质区别的规定性决定了政府和企业在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实

质价值与实践价值方面的差异性, 并进而影响到各自的价值确定、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以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政府其现实选择却不得不借助于经济发展来扩大社会福利, 从而

承担起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的职责。尽管企业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现实环境的约束下采取市场和

非市场手段为企业主谋得最大利益, 但也同时可能实现社会价值, 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在此

意义上, 政府和企业具备了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 政府和企业价值的实现须依赖特定的资源条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客体

主体化的过程。这里的客体也即资源。它并非行动者的财产或特征, 而是建立在资源被赏识基

础上的行动者关系特征。因此, 资源须是相对于交换而言。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资源也就只能是

那些被企业赏识并能为之带去价值报酬的资源。企业同样如此。因而, 自然资源、政府财政、

政府人力资源、政府权力、政府政策和衍生消息、政府组织资源以及政府声誉等均可成为富有

价值的资源。与此相对, 企业利税、企业投资及产生的正效应、企业人力资源以及企业市场地

位等也如是。当拥有的资源量低于或超过最佳度时, 政府或企业便有了采取某种行动的动机。

这种行动主要体现为寻找合作伙伴, 交换资源。

再次, 交换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过程。它建立在行动者之间相互吸引的基础上,

这种相互吸引的基础是行动者因期望影响另一行动者而产生的合意结果。影响力手段千差万别,

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控制到单边控制, 包括说服、诱导和强制等多种形式。政府的特有属性赋

予政府在更多的领域相比于企业有更大的影响力, 因而, 某种程度上的单边控制往往是政府影

响企业的常见方式, 而企业则多半会以诱导的方式来  俘获! 政府, 但  胁迫! 的方式也并非

没有, 亏损甚至破产的国有企业寻求政府庇护, 实际上就暗含着胁迫的成分。

最后, 影响力手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和企业的交换方式。这种交换属于社会交换, ∀ 但

仅相互吸引远远不够, 它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共同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等

因素的作用。正因为此, 政府和企业并非都能成功遵照双方预期完成交换, 不可控因素往往会

随时影响交换的正常进行。即使政府和企业的交换能预期进行, 长期的重复交换也会使政府和

企业交换资源的边际价值递减。在价值目标尚未实现的情况下, 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增加资源供

给量或开发新的交换资源。同时, 政府或企业对外部支持的需求及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

价值观和目标, 从而可能根本性地变革原先的资源配置格局和影响力关系。因此, 交换的复杂

性后果反过来又为政府和企业交换提供了新的环境。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渐进改革, 深刻转变了政府和企业在价值、资

源、影响力和交换方面的特征。政企之间的庇护/依附关系正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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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社会交换某种程度上还类似于卡尔# 波兰尼提出的  互惠经济!。互惠经济的特征是信任和礼物代
替货币和价格充当生产消费的中介。参见 Karl Po lany i, The Gr eat T ransf 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 igins of Our T ime, New Yo rk: Rinechar t, 1944. 此外, M acneil基于对企业和政府之间纯

粹的短期物质利益交换和长期沟通影响关系建立之间的区别, 区分出交易方式和关系方式两种企业政

治策略, 后者被企业用来建立与政府的长期相互信任关系。参见 Ian R. M acneil, (The M any Future o f

Cont ract, " Southern Calif o rnia Law Rev iew , v ol. 47, no . 3, 1974, pp. 691 816.



代理关系, 政府完全主导企业的超经济强制亦向政府与企业相互调适的关系性合意转变, 并力

图在二者间建构起一种法律制度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的重构中, 政府和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

交换模式。根据政府和企业交换资源的差别, 我们将之区分为信息控制模式、自由裁量模式、

制度供给模式和身份认定模式等四种。从交换资源理论角度来说, 这四种模式的核心资源在于

信息、权力、制度和地位。当然, 这四种模式并非截然分立, 每一个模式都只反映了政府和企

业交换的一个横切面。每一次的政府和企业交换, 都有可能是这四种模式中几种的混合体。

二、信息控制模式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神经网

信息是一种资源, 并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竞相争夺的焦点。

它不仅具有多方面的经济功能, 而且是传统政府维系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信息在经济政

治活动中的功能决定了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重要价值。

对企业而言, 逐利的本性要求企业寻求一切资源获益。在计划向市场的过渡时期, 信息对

于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 具有无可替代的至高地位。这是因为, 此时的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

立, 大部分经济资源尚由国家控制, 经济活动是否合规也难以判定, 一切依靠政府政策加以界

定。因而, 及时掌握政策信息就显得尤为必要。虽然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更亲密, 但民营企业

在财务等方面的显著灵活性, 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对政府而言, 尽管追求公共利益的属性并没有被弃离, 但权力下放后的地方政府已然具备

自利的有利条件。地方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地方政府明显或暗含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加大了政府逐利的倾向。而企业发展恰恰能迎合地方政府需求, 有助于地方政绩的显现。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政府和企业各自价值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

资源条件及外部环境。计划体制的惯性和市场体制的举步维艰使得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 这反

而赋予了行政官员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更大的行政处理权, 而且这种处理权更具灵活性且不易

监控。∀ 某些行政活动似乎就可以以建设市场、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冠冕堂皇地进行。计划指

标、行政审批、相关政策制定, 因而成为完全掌握在政府行政官员手中的政府资源。与此关联

的行政信息在尚且封闭的社会中也更为稀缺和重要。 信息不是权力, 但它是通往权力的必由之

路!, & 何况它还直接关系着巨额的经济利益。在有计划地公开的政策文件中, 政策的确立和发

布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差, 而文件的漫长  旅行! 更拉长了基层获取政策信息的时间跨度。不仅

如此, 政府信息往往还存在内部控制现象。因此, 可以说, 信息渠道比信息本身还要重要。关

系网的编织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立这种信息渠道。

在我国, 事实上存在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系统在承担着转轨阶

段的资源配置功能, 它能够参与到建厂、联营、转产、获得业务项目、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

技术指导等诸多领域, ∋ 影响各类资源的流向。这个系统就是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 由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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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 Tas 就认为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官僚并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在历史舞台上失势。参见 Akos Ro

na Tas, (The fir st Shall Be Last ?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 in the T ransition f rom Social

ism, "Amer 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 ol. 100, no. 1, 1994, pp. 4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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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1 122 页。



同学、近姻亲和朋友之间的寻助关系和寻租关系组成。∀ 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传统关系网

中的人情味也正逐步消逝。某种程度上, 关系网已演变成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

信息和关系网的重要性和相互作用在催生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同时, 也塑造了交换的最初形

态, 即以  关系网! 为纽带的信息控制模式。根据信息控制主体的不同, 我们将之区分为政府

对企业的信息控制、政府行政人员对政府的信息控制以及企业对政府的信息控制等不同类型。

然而, 现实中这三种类型并非可以完全区别开来, 它们往往糅合于每一个以信息控制为模式的

政府和企业交换行动中。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改革现实中找到分别以这三种交换类型为

主要特征的政府和企业交换领域和行为。

第一, 基于政府对企业信息控制的交换类型。我国市场的发展是公权力推动的结果。在转

轨初期, 存在一个资源由政府控制向市场调节的过渡时期。此时, 企业所需的市场信息由于缺

乏规范化的信息流通机制, 不能顺利地被公开获悉, 从而凸显了政府官员相对于社会主体的信

息优势地位。价格双轨制引发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就是此类典型。价格双轨制导致大量的生产资

料同时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不同价格,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 在巨大价格差收益的吸

引和有限产权的激励下, 大多凭借财务往来便利, 依靠不断编织进关系网中的政府官员掌握的

信息, 通过  平转议! 或  议转平! 掘得企业发展的第一桶金。

第二, 基于政府行政人员对政府信息控制的交换类型。如果说, 基于政府对企业信息控制

的交换类型中信息的控制源自于政府, 那么, 基于政府行政人员对政府信息控制的交换类型中

信息的控制则源自于政府行政人员对政府信息的掌握。后者构成了政府和企业信息控制模式交

换的主体。市场机制的建立虽然使政府和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两个主体, 但政府规制市场的需

要却促使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填补监管空白, 尽管规则明晰, 但政府行政运作的非法治化和复杂

性却加大了企业掌握政府政策的难度, 增加了企业办事的困难, 进而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

正因为此, 熟悉政府政策及内部运作规则且具有广泛政治人脉的政府官员就成为企业家热捧的

对象。当然, 在促成官员  下海! 的原因中, 除了企业的需求外, 官员因在政府部门不得志而

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说, 正是在官员需求与优势以及企业舞台的共同作用

下才促成了这幅政企和谐交换的场景。除政府官员  下海! 这一交换形态外, 在政府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的外包中, 因透露标底而使政府招标流于形式的交换方式, 也是这类交换的典型。

第三, 基于企业对政府信息控制的交换类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方面

同时推进。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中逐步获得一定自主权, 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遭到削弱,

政府对企业运营信息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于企业领导层的报告, 因而处于非常不利的信息不对

称状态。不可忽视的是, 国有企业领导同样深谙  挤水!  造水! 之能。M BO改革中国有企业

资产的流失即与此有莫大关联。此外, 民营企业在体制外的夹缝中艰难成长, 虽然政府掌握着

攸关其利益的政策制定权, 但由于生长在体制外, 企业信息也难以被政府准确获悉。因而政府

同样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这种信息不对称, 不仅表现在后来部分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国有资产被套空的众多事例上, 也表现在大量外资、民营等企业规避税收政策的偷税漏税行为

方面, 甚而表现在企业利用政府不利的信息地位, 堂而皇之地以行政命令方式销售产品等方面。

在基于企业对政府信息控制的交换类型中, 政府出于政绩、地区或部门利益的考虑, 放弃履行

公共利益监护者的角色, 对企业信息遮蔽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进而形成某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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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交换的信息控制模式, 我们不难发现, 信息控制的实质是依附于权力而产生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其交换就在于依托  关系网! 以信息 (获得或遮蔽) 换取利益。概括而言, 政府与

企业交换建立在以下条件基础之上。

首先,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首要促发条件在于其价值和资源方面的异同及相互需求。改革激

发了人们的利益追求意识, 拓宽了利益寻求渠道, 并历史性地把政府行政纳入到谋求利益的有

效通道中。企业不仅拥有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合法动机, 也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相形之下,

政府行政人员并没有因为这些改革而明显受益, 但他们却是改革的发起者和执行者。因而, 面

对市场中这些似乎借着改革的春风一夜暴富的新兴阶层, 政府官员往往难以按捺住那份逐利之

心, 进而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谋取利益。此外, 政府官员短暂任期内地方财政的压力, 也

使其倾向于有选择地放弃履行法定职责, 谋求地方利益增长效率的最大化。

其次, 政府与企业交换有赖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及相对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政府与

企业交换在价值和资源方面的异同及相互需求, 使得二者在不同领域具备了不同分量的影响力,

这些彼此交错的影响力促成了政府和企业的相互吸引。但由吸引转变为现实行动却仍需必要的

外部条件。改革意味着弃旧图新, 也就是不断地以新政策来代替旧政策。即使改革的前途一片

光明, 但道路却可能极为曲折。因为有限的信息意味着失误是会出现的。∀ 正是改革的不确定性

及不可预期性使得改革过程中机会主义盛行, 机会分子大行其道。错误和损失可以以政策失误

为由一笔代过, 行政法规的缺失、行政程序的疏松、行政监控的缺乏又为此创造了良好的制度

环境。非公开化的行政方式更为此提供了便利。显然, 这一切早已被政府官员和企业主所洞悉,

并基本形成共识。

最后, 政府与企业交换必须建立起特定的交换渠道。某种程度上, 政府和企业之间互补的

价值愿望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可以形容为干柴、烈火和氧气, 而极具中国特色的  关系! 恰恰关

联了三者。它不仅牵线搭桥, 还把本已铜臭化的权钱交易粉饰得温情脉脉, 富有人情味, 同时

还可以显得大方得体, 公正无私。

考察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信息控制模式, 我们还可以发现, 在政府和企业的互动领域中, 信

息呈现定向传播的特征, 也就是说信息流动并非呈分散化、漫辐射状, 而是点与点之间的控制

性传播。这种信息的定向传播: ( 1) 巩固了关系网的生存与发展, 并强化了政府与企业交换的

特殊性。因为某些信息只有待你融入了那个关系网之后才会获悉, 也才有机会创造出应有的巨

额经济效益。( 2) 可能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向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管理层, 其中的少量部分则

倒流至政府官员的口袋。然而, 交换的影响不仅限于此。市场已让许多官员学会了外部收益内

部化, 通过亲朋甚至自己开办的公司更便捷地将国有资产收入囊中, 就像把钱从左口袋拿到右

口袋那样方便。( 3) 削弱了政府的公正性。虽然政府与企业的这种信息控制模式的交换并非绝

对地带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政府官员腐败等不良后果, 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这种交换有损社

会公正和市场公平。而维护社会公正却正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种

政府主导下的不公正交换帮助某些企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三、自由裁量模式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核心

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不受强制羁束的决定权力, 或虽有羁束限制, 但将实施的时间、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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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裁量让渡于决定者。自由裁量权可以区分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和企业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

由裁量权通常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 自行判

断、选择和决定做出公正而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之权力。企业自由裁量权则是指企业主体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依据市场法则, 自行判断、选择和决定做出适应市场行为的权力。企业

的投资决策权就是一种泛化了的企业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是, 企业自由裁量

权一般要以企业成本 收益核算为限。

尽管法律、法规限定了政府的作为, 但  一个公共官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 意味着无论对

他的权力有怎样有效的限制, 他依然具有在作为和不作为的可能系列中作出选择的自由!。& 强

大的行政权力和庞大的国有银行资产似乎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用以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事实表

明, 政府的大量资源在吸引企业的同时, 其价值追求也客观加强了其对企业的依赖程度。政府

和企业相互依赖由此促成了以自由裁量为特征的交换形式。根据行使自由裁量权主体的不同,

政府和企业交换的自由裁量模式可以被区分为三种类别: 以行政自由裁量权为核心、以企业自

由裁量权为核心和混合类型。

第一, 以行政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着力于发展经济的地方官员普遍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依

赖于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的兴盛, 但市场的繁荣有赖于市场机制的完善,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促成,

企业的兴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金的丰裕程度, 因而, 留利于企、注资于企就成为地方

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政府变通执行企业税赋征收权力及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等就属于

这类典型。

前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刚获得合法地位时的政企交换形式。这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相比于国

有、集体企业税费负担较重, 且大多未建账或账目不健全, 如照实执行, 会出现利不抵税现象,

从而导致部分微利行业退出生产经营, 使刚受政策引导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逐步萎缩, 而且严

格执行也使工商税务部门的投入成本很大。相反, 不那么较真的税收反倒繁荣了地区民营经济,

加快了市场经济发展。此外, 某些地方政府为抽税和保护本地企业而通过发放经营许可证形式

禁止外地企业产品销售的现象亦属以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的交换形式。

与政府留利于民营企业的行为相应, 对于国有企业, 政府则是尽量满足其投资生产的资金

需求。地方政府的类公司化结构 ∋使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项目最初往往都由政府计划安排, 从

而规避  拨改贷! 政策。银行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用于某种行政需要的  提款机!, 比如维

持社会安定向亏损企业发放贷款支付工资等。政府花钱消灾、 救死扶伤! 的做法也在无形中给

予国有企业  胁迫! 政府的机会。

第二, 以企业自由裁量权为核心。企业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企业

的资本收益权。前者权力的让渡, 部分表现为企业的投资生产响应政府号召, 迎合政府意图,

以期得到政府支持。后者权力的让渡, 则表现为政府官员的入股。就后者而言, 一方面, 煤

矿、房地产、建筑工程、电站能源等各类企业为寻求权力便利、政策或消息灵通, 以各种方

式主动吸收官员入股; 另一方面, 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之便, 强力入股, 谋求私利。尽管

形式有别, 但官员入股的本质都是权钱交易, 是企业期冀以部分资本收益权的让渡谋得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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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和个人有利的资源, 包括为企业经营架起一把保护伞、及时获悉政府执法或改革的信

息、争取稳定的政策环境等。但官员入股造成的市场不公显而易见, 权钱交易带来的政经腐

败更饱受诟病。

第三, 混合类型。在混合类型中, 政府和企业同时行使各自的自由裁量权, 以吸引对方,

促成交换。现实中, 政府招商引资是这一类型的典型。某种程度上,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即着眼

于增量资本的引入。为了吸引外商投资,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 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

的优惠政策, 使其在经营管理权限、税收政策、信贷管理、土地出让等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

这在特定的年代无可厚非。林德布洛姆也曾指出: 如果实业家需要税收上的补偿才愿意投资,

那么政府承认税收上的让步也就确有必要。∀ 但为引进外资 (也包括国内外地企业的投资) 而竞

相增设优惠条件已似不妥, 将受优惠企业的一部分收入  消费于获得或保持政治优惠的活动之

中! & 更是强化了市场不公。相比于落后地区引资的迫切性, 发达地区却已化被动为主动, 对投

资者设定条件, 实则要求投资企业让渡部分经营决策权。

考察政府与企业交换的自由裁量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 该交换模式的形成建立在  放权!

这一政治和经济体制共同的改革趋向基础上。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下放与分散化, 带来了权力的

独立化和主体化。虽然权力的规范化趋势明显, 但规范化意味着大量行政和经济成本的投入,

而且规范化过程中过分的制度化并不能带来高效率的行政 (或市场) 行为, 反而会造成僵化、

刻板。因而, 行政主体 (或市场主体) 对权力在限定范围内的灵活运用便成为必然。而这恰恰

促成了政府和企业以自由裁量为特征的交换关系。

相比于信息控制模式, 以自由裁量模式为主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具有鲜明的特征。

首先, 主动引发交换的主体不同。在前者, 企业是寻利和交换的根源与发起者, 而在后者,

政府则更大程度上是主动性提出或引发交换。这种特征正是由于政府和企业交换过程中在价值、

资源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异所致。

其次, 交换的目标不同。就企业而言, 信息控制模式中, 纯粹地追求物质财富是其显著特

征; 而在自由裁量模式中, 一定的企业市场地位已成首选。就政府而言, 前者一般以私利为目

标, 而后者则一般为部门或地方政府考虑。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相比之下, 都有一定的进步。

再次, 相互间影响力发生转移。在信息控制模式中, 由于资源和信息的国家控制, 政府处

于强势的卖方主体地位。在绝大部分领域, 企业尚且没有独立的谈判主体地位, 影响力较弱。

而在自由裁量模式, 政府与企业在价值和资源方面的互助与互补, 使得各自在对方控制的领域

内产生重大影响。比如, 企业与政府对优惠招商政策的谈判往往以政府最大限度地让步而告终,

这实际上是政府优惠政策自由裁量权的部分让渡, 以期交换企业投资的承诺和行动。从现阶段

看, 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企业在交换中似乎获得了略胜一筹的影响力, 企业发展符合

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尤甚。

最后, 合法性程度差异。前者合法性程度较低, 基本上以灰色或黑色手法暗地进行, 而后

者则已不完全是暗箱操作, 某些规则、程序已有所公开, 基本上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执行,

合法程度有了一定的提升。 打擦边球! 就是这类行为的生动概括。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自由裁

量模式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必需, 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和补充。尽管如

此,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存在滥用的可能, 特别是转轨时期的某些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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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本身就是政府及部门的自我设定。此时的行政行为已不仅仅是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内活

动, 行政立法已成为政府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正如黑尧所指出的:  自由裁量权可能从公共政策

的模糊中产生, 而公共政策的模糊性有时是决策者故意造成的!。∀ 此外, 即便是公开化的交换,

操作的透明度也会因每一次交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为它大多还是建立在一对一的谈判协商

基础上。可见, 政策制定和行政执法合法模糊空间的巨大伸缩性成为转型时期政府与企业交换

的又一重要特征。

四、制度供给模式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保障

制度, 一般被定义为  一种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  它们被用

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 制度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承载着两种功能: 一方面, 制度

构成了双方交换的规则, 约束着双方行动的可能性边界; 另一方面, 制度成为交换的内容, 也

即充当起资源。而后者在制度变革时期则较为常见。以资源形态出现的制度, 往往被视为人们

 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 正是这种手段的价值, 决定了它的市场供给、需求以

及有效价格。在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中, 制度的这一价值同样得到了切实体现。

企业自独立运作于市场起, 便一直以利润、市场份额等为价值目标且相对稳定。然而, 转

型中的政府价值却并不那么稳定和一致, 不管是从纵向的时间看, 还是从横向的空间看, 抑或

是从层级的深度看, 政府价值的差异性较大。这种不稳定与多样性, 同时给充当着保障社会主

义公有制地位的国有企业带来了价值困境。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一方面中央政府执政的理念逐

步稳定和成熟, 政府政策也渐趋平稳, 制度的可预期性大大增强, 从而激发了企业谋求确定性

交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却因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领导水平等差异而

显现出对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复杂多样性, 既有积极创新、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 也有消极应付

甚至以此为契机为地方政府、部门或个人牟利的。尽管在较长时期内企业因缺乏实践机会或与

政府谈判力量过小, 而难以通过权力中心成为现实的制度供给, ∗ 但制度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共

存的局面恰恰为企业的因势利导和政府的顺水推舟提供了绝佳机会。制度从不确定到确定的过

程自然就成为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又一领域。根据制度供给方式的不同, 可以把其区分为三种类

别: 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中间扩散型。

第一, 自上而下型制度供给模式。这是指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 主导企业相关制度与政

策的创新和设计, 并力主推行。作为改革的主导者, 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和政治支持最大

化的目标, 政府必须掌握改革的主动权, 统筹市场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 由此形成供给主导型

制度变迁模式。30年来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革道路清晰地表明了自上而下型制度供给模

式的运作。国有企业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性导致其改制的时机、方式和方法等均主要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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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的考虑。对集体企业而言, 因其激励机制失效和产权不清, 乡镇政府在企业融资负担、

经济发展要求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多重压力下不得不推动其改制。在多元目标的权衡与较量中,

政府逐步减持甚至退出乡镇企业, 不仅可以使其在企业盈利时分享收益, 包括增加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促进就业和社会安定等, 而且可以在亏损时避免债务麻烦。∀

第二, 自下而上型制度供给模式。这一模式是指企业作为第一行动集团, 创设相关制度或

政策, 并向政府力荐推行。尽管自上而下型制度供给模式可以使制度推行更为有序、可控, 但

改革后企业主体利益分化加剧, 制度供给和需求间的偏差无法避免, 因而, 企业面临的最大问

题往往是政策风险。基于此, 企业与其坐等政策出台, 不如主动出击, 晓以利害, 主导至少参

与制定符合自身意图的政策。企业在有关市场调控的行政立法中积极行动就是其真实写照。在

外资持续涌入和国退民进 & 的 30年中, 外资和民资无不在谋求更广阔的行业准入、更宽松的政

策环境和更便利的融资渠道, 国企则力图捍卫其不断受挑战的行业垄断地位, 避免  暂时性收

益陷阱!。∋ 在挑战与捍卫之间,  给政策! 和  给资金! 似乎成为政府谋求平衡的现实选择。正

因为此, 企业、政府部门乃至利害攸关的个人在政策制定方面就可能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因

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中涉嫌受贿的郭京毅窝案, 就暴露出企业为争取自

身利益而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  立法游说! 的问题。)

第三, 中间扩散型制度供给模式。这一模式是指政府和企业的中间组织或个人作为第一行

动集团, 创设相关制度或政策, 并向政府力荐推行。这里的中间扩散型类型借用了杨瑞龙在分

析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时提出的中间扩散型概念, 但它不同于杨瑞龙所针对的地方政府, ∗ 而是指

政府和企业制度供给交换中充当中介的组织或个人。目前, 充当这一角色的主要有行业协会和

专家学者。需要说明的是, 现实中的这些组织和个人尚未能切实担当起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但已有此趋势, 故此将其与前两种类型区分开来。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利益预期为同行业企业联合产生行业协会提供了激励。行业协会提供的

 选择性激励! +更能把游离于协会之外的本行业企业吸引加入协会, 从而避免搭便车行为。而

且, 相比于单个企业, 行业协会能发挥比较优势和联合优势, 对政府的影响力能形成叠加效应。

为此, 不再印有  行政胎记! 的行业协会逐步涌现, 不仅反映本行业发展的需要和企业要求,

而且帮助政府制定有关行业的发展规划, 并参与相关法律、法规、法令、产业政策、行业标准

#111#

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

&

∋

)

∗

+

姚洋、支兆华: ∃政府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 , ∃经济研究% 2000年第 1期。

需要说明的是, 受金融危机以来国家注融资政策的影响, 国企在钢铁、地产、航空等行业的大力推进,

国进民退如今更受关注。参见王凯: ∃航空业面临民退国进% , ∃中国会计报% 2009 年 4 月 3日。

塔洛克认为, 当政府为某一集团设立特权时, 它只带来暂时性收益。最初受益人的继承者通常不能获

得超额利润。相反, 他们还会因原有特权的取消而受损。参见戈登# 塔洛克: ∃寻租 对寻租活动的

经济学分析%, 第 83 页。

参见汤白露: ∃中纪委亲抓郭京毅案 涉及多部法律制定中受贿%,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8 年 9 月 4

日; 吴为民: ∃商务部官员郭京毅受贿反思: 警惕立法腐败% , ∃法制周报% 2008年 9月 9日等。

参见杨瑞龙: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 , ∃经济研究% 1998 年第 1 期。

选择性激励概念由奥尔森在其名著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首次提出。戈登# 塔洛克将之概括为根据个
人在生产集体产品时的贡献大小, 有选择地提供给个人的激励。参见曼瑟尔#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

辑% , 陈郁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166、194 页; 戈登# 塔洛克: ∃寻租
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 第 58 页。



的起草和制定。尽管如此, 行业协会的谨小慎微仍不可忽视。∀

相比于行业协会的集体行为, 专家学者的行动则较为多样。2004年掀起的  郎风暴! 及其

引发的国有企业改制政策规范, 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经济学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政府和企业

的影响力。2008年的郭京毅案则揭示了企业借助律师参与立法的苗头。事实上, 在政府与企业

之间具有相当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也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家, 自然科学家

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将政府与企业交换的制度供给模式区分为三种类型, 但三者的界限仍较为模糊,

某种程度上也不同于杨瑞龙提出的  三阶段论!。& 在制度供给模式中, 虽然离不开对权力变通

的关注, 但它与自由裁量模式中的权力让渡已有显著区别: 在自由裁量模式中, 主要是政府针

对某一企业的具体行政行为, 而制度供给模式中则是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表现。总体来说, 政

府与企业交换的制度供给模式与信息控制模式和自由裁量模式相比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 政府与企业在谋求持续性的交换。尽管政府和企业间的交换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

但这种交换有时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地方

政府领导人的变更、突发公共事件等。对政府而言, 与企业进行一对一谈判与讨价还价往往会

形成政策差异, 引发公平争议, 而且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自利性及信息不对称等会不同程度

地影响政府行为, 为其侵犯市场提供了契机。自上而下制度供给模式中, 政府在国有中小型企

业改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现实佐证。对企业而言, 尽管其本身就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组织, ∋

且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也要求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

政策与制度, 但企业还是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服务与支持, 不得不规避政府调控市场的不确定

性带来的市场风险。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 主动寻求能减少不确定性的可持续交换方式就成为

政府与企业共同的意愿。然而, 信息控制模式、自由裁量模式的交换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制

度与合法化政策成为政府和企业颇受青睐的对象。而在政府和企业交换之前, 制度本不属于哪

一方以资源的形态存在, 关键是谁能争取到制度创设权, 并切实地转化为制度形式。无论何种

类型的制度供给模式, 制度都是政府和企业可资创设并拥有的资源之一, 作为一种手段为持续

性的交换护航。

第二, 政府与企业在谋求合法化的交换。合法化一直是政府和企业交换面临的直接挑战。

在信息控制模式、自由裁量模式中, 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换往往都依赖于关系网基础上的一对一

谈判, 合法性程度较低。而且这种一对一的谈判成本极为巨大, 还会造成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行

为。因为制度或政策并不仅仅约束某一组织或个人而是对某一特定群体具有普遍约束力。因而,

出于谋求高合法性、克服高成本和机会主义弊端的需要, 借助于委托 代理方式形成点与面、

面与面之间交换的中间扩散型制度供给模式就理所当然。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的优势使其具备

了作为代理方的基本条件。行业协会的合法利益诉求和某些专家学者的合理申辩, 增强了政府

和企业交换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当然, 并非铁板一块的专家学者也会损害政府和企

业交换的合法性。

虽然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逐步脱离传统行政, 让渡那些似乎本应属于市场和企业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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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供给权, 但政府仍拥有广泛的法定权力, 包括以维护市场秩序或弥补市场缺陷为由的行政管

制权。这些权力的行使赋予了政府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使其在自下而上型制度供给模式日趋占

据主要地位的交换中地位不至过低。

五、身份认定模式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助推剂

尽管在长期的政府和企业交换中, 政府和企业的价值目标并未根本改变, 但政府以直接的

优惠措施、降低成本的招商引资方法已日渐难以奏效, 特别是那些相对落后地区。这是因为,

一方面, 它们不仅缺乏吸引资本的市场环境, 而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一个计划经济思

维下的官僚体制, 法治程度差; 另一方面, 由于每个政府可资交换的资源相差无几, 在长时间

缺乏新激励的情形下, 政府交换资源价值边际递减, 从而减弱了政府的吸引力。政府为了获得

更大程度的投资和利益, 就必须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资源。而转轨时期政府在市场监管、市场垄

断及强制性权力等方面的先天性优势, 恰恰揭示了其背后政治力量的支撑作用。特定政治背景

或身份的优势作用成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因而, 用政治身份作为交换筹码的现象便应运

而生。

身份,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格象征, 表明某一组织或个人拥有从事某项行动的权利; 身份,

同时还是一种荣誉, 表示对组织或个人的肯定和赞扬; 更重要的, 身份, 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

资源, 拥有了它, 组织或个人可以更方便或者更低成本地获得其他资源。正是身份的这种独特

属性, 才促使企业对它情有独钟。

对企业而言, 一方面, 身份是对企业生产经营品质的认可, 如政府评比颁发  质量信得过单

位! 等荣誉; 另一方面, 身份更是企业主追求着的非经济效益, 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劳模等。

这种身份不仅可使其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以充当企业主和企业生产的  护

身符!, 免于被某些政府部门  打扰!。不仅如此, 有了它, 就有了渠道, 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

人, 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 享受一些优惠待遇。在这里, 身份是企业主在

 政治中的表达性维度!, ∀ 实际上是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软资源。不仅如此, 企业身份所

标示的企业权力和企业主能力也在吸引着政府, 因而企业身份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之一。

政治身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资源。理论上, 政治身份的获取必须经由严格的特定政治程序,

然而,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环境, 各级政府一般都有一定程度上自由的人事任免权, 包括推

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聘用干部等。正是因为这种  自由权力! 的开发和对身份认定的控制

使得政府在与企业交换时又多了一副筹码。

由于企业身份与政治身份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特殊价值, 政府和企业往往就各自掌控的身

份资源进行着交换。这种交换可以区分为以企业身份为核心和以政治身份为核心的身份认定

模式。

第一, 以企业身份为核心的身份认定模式。这一类型着眼于特定企业身份的意义。这里的

企业身份并不完全是企业把其某种身份作为一种资源来实施交换行为, 某种程度上需要从其对

政府的有用性角度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政府官员兼任企业领导人或普通职员和企业家

兼任或调任地方政府领导是这一交换类型的主要表现。

第二, 以政治身份为核心的身份认定模式。这一类型着眼于特定政治身份的意义, 源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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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需要,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其一, 私营企业戴  红帽子! 和  摘帽

子! 行为, 这是地方政府为顺应私营企业在改革之初政治  保险! 和经济实惠的双重目的及改

革深入后为免除不便而采取的身份认定交换; 其二, 政府为吸引或奖励企业家而帮助某些企业

家谋得一定政治职位, 包括推荐担任一定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行政职位等, 正因为此,

企业家具有  委员!、 代表! 身份已较为常见。

考察政府和企业交换的身份认定模式, 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其间的交换并不同一, 存在多

种变局, 交换的理由与方式也千差万别, 但归根结底, 它是对政府官员或企业主身份的某种改

变, 使其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政府和企业交换的身份认定模式表明, 政府期望通过

这种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谋得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非仅为个人或部门牟利。林德布洛姆就认

为:  任何一个理解自己位置要求和依靠实业家的市场取向制度的责任的政府官员, 都会给予实

业家以特权地位, 他不是只有在受贿、被蒙蔽或遭到压力时才这么做。! ∀ 可见, 这种政府和企

业交换的身份认定模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尽管如此, 身份认定模式的政府和企业交换带来的弊病仍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官员身跨政

经两界兼职, 被认为是旧体制的  复辟!, 开计划经济的倒车。这种集两种资源于一身的做法,

看上去似乎可以免去政府和企业之间极为繁琐且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的讨价还价, 提高

企业和政府行政效率, 节约成本。但事实上,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实质并未消失, 而是转以

一种缺席交换、隐形交换的方式存在。地区性政经一体实际上是政府以市场开放换取行政性垄

断, 以其他群体利益的牺牲换取某个企业的短期快速成长, 以地区未来收益换取任内短期效益,

这是政府强烈干预经济的一种表现, 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作祟。而且, 虽然这种做法可能

取得短期绩效, 却是对政府和市场的透支, 难以估量的政府信誉、市场公平以及市场制度建设

损失在支付交换的成本。

六、政府与企业交换模式演变的内在规律

(一) 交换的受约

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换是一种双方合目的性的自愿行为, 反映了双方各自的价值及价值实现

过程中资源的使用和相互间影响。交换的结果反之又成为持续交换的条件。正因为此, 政府和

企业最初缺乏规则约束的随意性行为正逐步受到交换带来的社会性后果的约束。具体而言, 法

律、社会、上级政府和市场为这种交换设定了边界。

首先, 法律的约束。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企业市场行为, 最低限度而言, 也经

由法律许可。& 企业在法律所授予的权限范围内向政府提出相关申请或寻求帮助, 政府则有义务

批准。但法律的约束并非刚性, 只能起相对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实际上仍

然授予了行政权力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特别是制定相关政策、规章执行法律的权力。譬如, 在

法律, 甚至在中央政府规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却可以通过

制定严格的行业进入标准来变相拒绝民营企业的涉足或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百般刁难,

迫使民营企业知难而退。可见, 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或可架空法律。尽管如此, 法律及其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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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审批制时代, 政府往往依据是否有法律授予企业在市场中某些权利, 如市场准入等, 来决定是

否准予企业的申请, 而不是依据法律是否禁止企业进入某些行业来裁决。我国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

的曲折就是明证。



化的要求仍然给政府行为设定了相关界域。

其次, 社会的约束。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并不能自我封闭而与社会隔绝。一般而言,

政府与企业交换所带来的结果, 要么侵蚀了公共利益, 要么增加了公共利益。无论是何种结果,

由于政府与企业交换攸关社会公众福祉。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交换利益的相关方必然需要介

入其中。但现实是, 当交换是以公共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时, 这种交换就内在地排斥其他主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 政府和企业间的某些交换就势必寻求规避社会公众, 力图以暗箱操作的方式

进行。而目前政府行政和企业市场行为的透明程度, 恰恰是减少而非增加了政府和企业为此做

出的  努力!, 因为它们远远未能使公民轻易透视。政府和企业如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公众毫

不知晓的情境下共享  双赢!。尽管政府信息的公开化趋势日渐明晰, 社会公众对自身利益的关

切日甚, 但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却始终横亘着政府官员对公利和私利的价值评判, 其间的距离取

决于公与私的清晰程度。∀ 公与私的界限越清晰,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就越近, 不仅政府有底

气公开行政行为, 接受公众质询, 而且公众亦可以较为便利地获悉相关信息。另一方面, 当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客观上扩大社会利益时,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则会以公开化的方式进行,

甚而广为造势和宣传, 一方面广而告之, 谋求交换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则欲以获得施惠者的身

份, 为扩大交换奠定基础。

再次, 上级的约束。现代行政体制属于层级制, 实则是层级节制, 即上级能在一定范围内干涉

下级的行政行为。因此, 上级政府, 特别是特定行政官员的行政干预, 相比于法律的约束, 则有效

得多。就法律的执行而言, 上级政府更实际地承担起了法律的监护人角色。某种程度上, 一级政府

正是在上级政府的政策框架下行使权力。政府内部的这种层级节制作用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

交换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正当交换可能因忌惮上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

而收敛或取消; 另一方面, 这种层级节制也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交换提供了某种通道 迫于

行政压力而接受交换安排。信息控制模式、自由裁量模式、制度供给模式以及身份认定模式中,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恰当交换行为的纠正就体现了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间交换的影响力。

最后, 市场的约束。尽管市场体制本身就在于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协

调, & 但这种交换是受市场规则限制的。公平是这些规则的核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

正是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而当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则大多属于某个企业与政府

的互动行为, 政府在给予交换方以优惠与利益的同时, 实则造成了市场不公。公平的竞争机制

还要求政府一视同仁, 要求政府的政策及其行为应是抽象的, 而非特定和具体的, 即政府在处

理企业申办事务时不应受到规则之外因素的干扰。

法律、社会、上级政府和市场, 这四重力量的交错作用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换编织了一

张无形的丝网。当政府与企业的交换偏离正常的轨道而触及丝网中的任何一方且趋于超越其弹

性限度时, 丝网将会无情地把这种作用力反弹给交换的双方, 不仅致使交换夭折, 而且也使交

换双方付出沉重代价。然而, 即便政府和企业间交换不触及这张丝网, 交换的价值、资源和影

响力也会因持续交换而呈现规律性调整。

(二) 政府与企业交换资源变迁的规律性

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促成, 关键在于对方掌握极富吸引力的资源。无论是从横向的空间,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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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选民实际上直接决定着政府官员的产生, 那么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论距离就可以大为缩短。由

于我国尚未全面直接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官员, 因而这里将这一影响因素暂且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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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纵向的时间来看, 政府与企业交换中双方交易的资源都并非是一元的, 而是始终呈现出多元

和多变的特性。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他们对资源的关注都在于资源的价值, 即对自己的有用

性。而资源的有用性又受交换方的需求程度、已占有程度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的约束。

需求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和企业的价值目标与选择。基于权威的政府正逐渐蜕变为基于关

系的政府。∀ 放权让利改革不仅激发了政府和企业寻利的动机, 还创设了相关的政治、经济

条件。相机抉择特点极为明显。& 在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中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成了政府和

企业的共识。法律和监督的缺位, 使得政府和企业间的交换要么以改革和发展的名义冠冕堂

皇进行, 要么悄无声息地暗箱操作。这种交换并不仅仅是为了政府和企业  双赢!, 某种程度

上, 还是一场化公为私的游戏。而以 GDP 为主导的政绩评价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和企业

间的默契。试图以招商引资为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政府 ∋ 更是在较大程度上已形成了对企

业的  依赖性!。) 相形之下, 部分企业则采取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 通过讨价还价从政府获得

最大限度的资源, 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谋求更为坚实的市场优势地位。这些资源包括企

业生存和发展必须的人力、资金、信息、政策以及地位等等。

综观政府和企业四种交换模式, 可以看出, 政府赖以交换的资源在不同的模式中实质上存

在着些微差别。根据政府及其官员利益是否直接受损, 我们可以将政府交换资源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并不直接损害政府利益的交换资源。对政府而言, 这种交换资源的出让只是减少了净收

益, 如税收的减免、土地的低价转让等; 另一类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利益直接受损的交换

资源, 但政府的最终收益会高于这个损害, 因而政府有动力割舍这个损失, 比如政府革新吏治

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行政效率来吸引企业投资。相比于减税, 革新吏治可能直接危害到部分政

府官员的既得利益, 特别是在旧体制下投机钻营、黑色交易的受益者, 即便是普通的政府官员

也会因这种革新所要求的规范、严格、高效、廉洁等付出更多, 但吏治革新后行政成本的降低、

效率的提高及形象的改善等实则极大提升了政府的影响力。如果说政府交换资源的前一类属于

外围利益的话, 后一类则可以称之为核心利益。政府予以交换的资源实际上就是遵循着从政府

外围利益向核心利益逐步转变并加重的逻辑演绎。现实中, 某些地方政府正是通过改革自身来

坚定企业投资和发展信念。某种程度上, 政府交换资源中的外围利益实则是公共利益, 核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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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野在讨论政府和工商界关系时, 考虑到政府实施它所希望实施的政策的容易程度和为修改政策而进

行的谈判活动发生的政府层级这两方面因素而划分出四种典型的政府类型。第一种是极权的政府; 第

二种是基于规则的政府; 第三种是基于关系的政府; 第四种是相对分割的、也许是组织松散的政府。

参见奥野 藤原正宽: ∃对政府与工商界关系的一种比较制度分析% , 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 藤原

正宽主编: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比较制度分析% , 张春霖等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 第 436 476 页。

冈纳# 缪尔达尔认为, 一个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体系, 往往有利于已经在需要许可的领域里很活跃的

企业, 他们与政府已经保持着较好的联系, 乐于合作, 同时也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这一联系, 并从

中获取优先地位。参见冈纳# 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 谭力文, 张

卫东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第 140 页。

虽然在发达的东部地区, 纯粹依赖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的热情有所减弱, 但向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

化方面的转移仍需要庞大的企业投资, 所以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参见周飞舟: ∃分税
制十年: 制度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6 期。

依赖性, 指的是某人或者某个团体究竟必须在何种程度上依赖其他人或其他团体来获取资源。参见海

尔# G 瑞尼: ∃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 王孙禺、达飞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60页。



益恰恰是其私人利益。

然而, 政府交换资源从外围利益向核心利益的转变并不是政府自发的结果, 而是资源禀赋

差异和政府间、企业间竞争的结果。因为但凡政府还能将掌握的外围利益作为资源进行交换,

就不会轻易地损害政府官员切身利益。

对政府而言, 由于同级政府之间职责权限微弱的差异性强化了政府资源的可模仿性, 直接

削弱了政府资源比较优势带来的影响力。无论是信息, 还是政策或者身份, 一个地方政府能够

给予的, 另一个地方政府总能创造条件给予, 甚至幅度更大。在政府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

政府资源的供给量不断, 导致其  市场! 价值逐步降低。同时, 政府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进一步

降低了其吸引力。与此同时, 企业的流动性 (即用脚投票) 与政府的固定性进一步强化了政府

和企业在资源价值方面的力量对比差距: 企业资源越来越重要, ∀ 而政府资源的重要性则逐步降

低。对此, 政府不得不在企业的促动下寻求新的合作资源。这种合作资源的来源有两种。其一

为开发新的政府资源, 如政府官员为企业投资担任帮办, 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其二为充分挖掘

既有资源, 如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提高其吸引力, 使其能借助于这一平台在解决自身

问题的同时提高社会地位。

对企业而言, 在市场容量一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 企业间竞争也会带来资源的贬值。如在

发达地区日益注重自然环境的情况下, 高污染性企业的市场生存空间就会遭到压缩, 其在交换

中掌握的利税资源可能在某些地区就不再有吸引力, 厦门 PX事件为这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

注解。为应对资源竞争能力降低的局面, 企业一般可以采取三种策略。一是寻求更具价值的政

府资源, 以摆脱不利的竞争局面, 保持市场优势地位, 类似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寻租行为; 二

是努力提升自身资源在政府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扩大企业影响力, 维持交换关系; 三是在生存

压力过大的情况下,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另谋出路。当然这三种策略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在高

强度的竞争压力下, 企业更希望能以较低的成本维持既定的市场地位。在现实交换关系下, 从

政府方面低成本地寻求新的比较优势就会成为企业的首选。在寄期望于政府的努力失败后, 企

业会转而着眼于自身资源价值的提升, 如响应政府号召从事公益事业以提高企业形象和社会地

位等。但以此方式弥补市场优势需要投入较大成本, 包括时间和金钱等。在两种策略均不能挽

救颓势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会转而采取异地发展策略, & 但这所需支付的成本更高, 同时还需建

立新的交换关系。

七、余 论

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换是一种以各自独立主体地位的获得为前提, 以各自价值目标为方向,

以对方拥有颇具吸引力的资源为基础, 借助于特定渠道, 如关系网、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以及

法定政治程序等, 形成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活动形式。在这种交换中, 尽管各自的终极价值目标

恒定, 但价值选择却只能限定于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提供的可能选择集, 因而外在条件

#117#

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

&

企业资源的重要性是相对的, 因为企业的流动性也有限。尽管企业可以以不投资或撤资来恐吓政府,

从而提高资源的价值, 但政府掌握着的身份安排权在一定程度上却需要企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而

削弱了企业采取这一策略的现实性。如企业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获得, 就要受到户籍和选区

的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 这种异地发展策略一般适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对国有企业不一定适合, 因为国

有企业的属地管理不允许其随意整体转移。



的改变会引起交换的持续变迁。

探究政府与企业交换的不同模式和变迁, 不仅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政府和企业的互动规律,

而且可以为未来调节这种互动提供理论指导。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历史与现实深刻表明, 那种寄

期望于政府和企业的互为补充来规范其间互动、弥补对方不足的观点存在诸多缺陷。某种程度

上, 中国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是以市场弥补国家计划缺陷、以企业活力弥补政府失灵的

实践。但此不仅未能证明  互补论! 的正确性, 反而展现了其理论不足。具体而言, ( 1) 当期

望用市场去弥补政府失灵时, 必然经过一个政府资源大量外逸的过程, 由此形成的巨大诱惑力,

会强化企业政治行为, 加强交换动机; ( 2) 当期望用政府去规约企业行为、调节市场时, 政府

则必须介入市场, 占据市场资源, 而资源的过度集中同样会将企业寻求有效资源的目光引向政

府, 从而造成政企间交换。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不同模式中, 二者  相互作用过程的明显不足

之处之一是, 许多人完全没有参与它, 或者仅仅处在边缘。! ∀ 尽管政府和企业交换中存在中间

扩散型制度供给模式, 发挥了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的作用, 但正是社会组织发育的不成熟

其信誉与合法性往往依赖政府和企业的判别, 而非普通社会公众的评介 反而促使其成为政

企交换的中介力量, 削弱了其独立地位和公共价值。

可见, 政府和企业的  互补论! 内在地排除了外部强约束的可能, 不仅不能规范政府和企

业的互动行为, 弥补对方不足, 反而会强化交换动机, 巩固政商关系, 形成政经一体化, 腐化

政府官员, & 损害政府公信力, ∋ 弱化并扭曲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因而, 唯有借助外在于政府

和企业的社会力量, 特别是成熟的社会组织和普通的社会公众, 打破政府和企业持久交换结成

的藩篱, 才能较为有效地规范政府和企业的交换行为。

当前,  有限政府!、 法治政府!、  服务政府!、  透明政府!、 责任政府!、  和谐政府!、

 包容性政府! 等政府价值目标的提出恰好为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政府价值

目标的重新设定要求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限定政府行动的界域, 依法行政, 接

受公众监督, 担当好舵手和服务者的角色。但夹杂着权威、关系和规则特性的政府现实却也预

示着政府和企业交换的规范化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总而言之, 未来社会的特征规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交换表现形式。市场规则、行

政趋势、社会规范以及政府与企业交换内在逻辑的相互作用, 会推动政府和企业间包括价值、

资源和影响力在内的交换的变迁。

,责任编辑: 孙 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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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ransforming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P ei Chang hong , P eng L ei and Zheng Wen # 77 #

In the course of m eet ing the challenge o f the internat ional f inancial crisis, Chinese govern

m ents at all lev els and enterprises engaged in for eign t rade have developed new pract ices and made

a cognit ive leap fr om (t ransfor ming the fo reign tr ade grow th m ode" to (t ransform ing the foreign

tr ade development m ode. " T he Chinese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som e tools of economics, such

as the concepts of (net bar ter terms of t rade" and the (smile curve, " ar e o f lim ited use for under

standing China s for eign t rade. Based on the sum mat ion o f China s experience, the t ransfo rma

t ion o f fo reign t rade development mode should be def ined in the economic sense as the t ransfo r

m at ion, of the pat tern and st ructure o f nat ional benef it s , compet it ion mode, market expansion

pat terns and w ay s of utilizing resources in foreign t rade. A scient if ic, r easonable and feasible sys

tem of evaluat ion indicators can be w or ked out in accordance w ith this economic def init io n.

( 6) A Study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Bias in County level Finance in China

Yin H eng and Zhu H ong # 88 #

Being responsible mainly to their superior s, decision m aker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pur

sue the m ax imum grow th r ate rather than their residents w elfare. T his leads to a preference for

product ive expenditure in their f iscal decision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2, 067 count ies

( tow ns) pro vides robust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product ive expenditur e bias at the county

lev el. T his bias const itutes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the constr uction o f a system of public f inance

and the change tow ard public service o riented governments in China. T 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o gr adually enhance incent ives fo r county level g overnm ents to satisfy the de

m ands of local residents.

( 7) A Government Enterprise Exchange Model and Its Evolutionary Laws: A Micro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J in Taij un and Yuan J ianj un # 102 #

This new framew ork for analyz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 exchange relat ionship centered

on value resource impact exchange offers an in depth interpr etat ion of government enterpr ise in

teract ion at the micro level. Inform at ion control, the exer cise of discretion, inst itut ional supply

and status identif icat ion const itute the basic m odels o f go vernm ent enterprise exchange in the

tr ansit ional period. Specif ically, inform at ion control is the neural netw ork of this ex change, the

exercise of discret ion const itutes it s dist inct ive char acteristic, inst itut ional supply serves as it s

guarantee and status ident ificat ion can be regarded as its booster. At the same t ime, the interac

t ion am ong m ar ket rules, adm inist rat ive t rends, social nor ms and the inner log ic of the govern

m ent enterprise exchange facilitates change in gover nment enterpr ise exchange of values, re

sources, influence, etc.

( 8)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JobMobility and the Two 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Wu Yux iao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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